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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产品开发成功与否是影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和制度理论，探究了影

响企业新产品绩效的因素。主要从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对企业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的影响出发，阐明企业动态能

力在何种制度条件下对新产品开发的作用最优。采用 272 家企业双份调研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高度的战略柔性能促

进企业的新产品绩效；高水平的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均有利于提升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于三项交互

的分析表明，战略柔性、组织合法性与政府支持的不同配置将对新产品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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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所面

临的市场环境也随之不断变化，此时企业必须寻

找并把握新的市场机遇，及时实施新产品开发战

略以适应市场需求，因而企业如何获得较高的新

产品绩效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外

部资源环境不完备的情境下，拥有更大灵活性和

应对环境能力的企业能够减少环境动荡带来的冲

击，提高企业整体活力和竞争力，是企业实施新产

品 开 发 战 略 的 有 力 推 动 因 素（Nadkarni et al,

2010），战略柔性（strategic flexibility）的重要性在

这种情况下就越来越突出。具体地说，战略柔性

是企业通过内部调整和变革，灵活分配和重新配

置组织资源、流程和战略，以对动态的环境变化做

出反应的一种能力（Ye D et al, 2018）。作为一种

重要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战略柔性

得到了战略与组织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被公认

为是改变企业无效战略（Shimizu et al, 2004）、

克服组织惰性的重要利器和应对环境动荡的有

效方法（Zhou et al, 2010;林亚清等 , 2013）。与

此同时，战略柔性还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市

场机遇和挑战，通过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来满

足市场需求，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产品创新能力

（Augier et al, 2009）。比如，Shimizu 等（2004）认

为战略柔性会促进企业对其内外部资源的利用，

帮助企业捕捉探索式学习中的创新机会；Verdu

（2005）的研究发现战略柔性在正向影响企业产品

创新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陈力田（2012）基于动态能力视角，认为内、外部战

略协调柔性对产品创新能力有积极影响；刘新梅

（2017）等认为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资源柔性对

新产品创造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部分中介高

层管理者长期导向与新产品创造力间的关系。综

上所述，尽管学者们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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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兴未艾，然而现有研究在理论上对“动态的

环境下，战略柔性能否促进企业的新产品绩效？

是否存在其他关键要素在此过程中起作用？”等关

键问题仍未做出很好地回答，以至于对企业如何把

握制度环境，更好地开展新产品开发活动仍缺乏充

分的理论阐释。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层面的活动都嵌套于特定

的制度环境中（Li et al, 2001），因而不同的制度

因素会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的关系产生一

定影响。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要素，组织合法性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能帮助企业获得市场认

可并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肖振鑫等, 2016），在战

略柔性转化为新产品绩效的过程中扮演替代性的

激励角色。众所周知，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对企

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当各利益相关者，如供

应商、同行、公众、顾客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对企业

的认可与接受度更高时，企业更容易获得社会资

源的支持（Zimmerman et al, 2002），这为企业充分

运用战略柔性以进行新产品开发并获取较高的新

产品绩效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作为企业所面

临的重要制度环境，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

port）能为企业带来包括财务、技术、政策信息、关

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多样性资源的支持（Yang et

al, 2015），减少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战略柔性应用的

成本和不确定性，克服企业开发新产品时所面临

的资源与能力重新配置和规划的困难（高山行等,

2013），进而影响到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作

用。鉴于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两类制度因素，即组

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关

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和制度

理论，首先探讨了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促进

作用、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各自对战略柔性与

新产品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接着用三项交互的

研究方法，分析同时存在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

时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然后以中国 272 家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验证本文

的研究模型，最后对研究结果展开分析与讨论。

本文主要有 3 点理论贡献。第一，本文将动态环境

引入战略柔性和新产品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强调

战略柔性应对环境变化、帮助企业构建有益于其

发展的环境的能力。第二，本文引入组织合法性和

政府支持这 2 个制度因素，探讨战略柔性从不同制

度条件下提升新产品绩效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对

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在中国情境下的不同作用

机理的认识，扩展了制度理论的运用。最后，本文

探讨的三项交互分析全面阐释了两类制度因素如

何共同促进战略柔性转化为新产品绩效的效果，

这比单独讨论主效应或独立权变模型更加深入、

有效（江旭, 2015），从而为深入理解动态环境下战

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分

析视角。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动态环境下的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受到组

织内部资源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的影响（裴云龙等,

2013），保持战略柔性从而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就显

得相当重要。作为一种动态能力，战略柔性可以

帮助企业更好地重新分配资源、打破现有的组织

惯例。学者们已证实，在迅速变革与激烈动荡的

市场环境中，战略柔性会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能

够促使企业快速重新配置资源、发展创新程度高

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从而促进

企 业 财 务 绩 效 的 提 升（Nadkarni et al, 2010;

Zhou et al, 2010）。本文同样认为，战略柔性有利

于提高企业的新产品绩效。

首先，作为一种有助于企业在动荡市场中获

取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战略柔性能够促使企业

重新配置资源以巩固企业实力，适应市场需求

（Augier et al, 2009）。企业通常倾向于识别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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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资源和能力相匹配的机会，战略柔性越强，企业

可以识别和评估的可获得机会就越多（Liu et al,

2013），因而越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并提高新

产品绩效。其次，战略柔性能够克服组织惰性

（Zhou et al, 2010），打破僵化的技术程序，使企业

能够开发新的可替代品，并为企业提供有利于吸

收、使用新信息的内部环境，提升了企业开展创新

活 动 所 必 须 的 吸 收 能 力（Matthyssens et al,

2005）。此外，战略柔性还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实现

创新与互补性资产的结合（Wei et al, 2014），提高

企业的适应性，降低新产品开发的阻力（苏中锋

等, 2016），进而促进新产品绩效的提升。最后，从

中国企业实践来看，许多制造业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资源也十分有限，导致新产品研发的成功率较

低（Cooper et al, 2008），而高战略柔性增强了在

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利用其资源快速开展新行动

的能力，这提升了企业放弃现有投资转而进行未

来创新发展的意愿（Brozovic et al, 2016）。拥有

高度柔性的企业有能力通过改变战略与策略、重

新配置供应链和价值链以更加有效地部署资源的

方式来协调资源（Yang et al, 2015），这使得企业

倾向于细分创新功能与研发兴趣，重新配置现有

的组织惯例以支持新产品创新，从而提高新产品

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战略柔性与新产品

绩效正相关。

1.2 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是企业经营的背景，企业的所有活动

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制度环境（Peng, 2002）。而

不同制度因素的作用是有差异的，需要考虑各制

度因素带来的差异化影响（Liu et al, 2013）。在

我国，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是两类最为重要的

制度利益（Shu et al, 2014）。组织合法性被视为

是一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其他资源的关键制度要

素 [12]，代表了一种非正式制度利益。而政府是企业

外部环境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的支

持和干预同样被认为是重要的制度因素（Tian et

al, 2009），政府支持代表了正式的制度利益。因

而，本文将深入探讨组织合法性与政府支持对战

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具有的单独及共同调

节作用。

1.2.1 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合法性是指“企业利益相关者以既有制度

内的规范、价值观念、信仰和定义作为评价标准，

对企业行为的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一般感知或假

设”（Suchman et al, 1995），它能够帮助企业不断

获得不同利益相关者带来的资源支持（Dacin et

al, 2007），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得

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度越高，组织的合法性就越

高。作为制度资本的一种形式，组织合法性可以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Li et al, 2001）。Zimmerman

和 Zeitz（2002）认为，当外部公众认为企业是有能

力的、合法的，他们就会对其提供如资金、人力、技

术和声誉等重要资源，这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生存

和发展。

我国企业的经营与商业行为受到个人与社会

关系的影响程度较大，组织合法性保护企业免受

于外部环境和外界规则的过多干预，提升了企业

运用资源与能力的主动性和效率（车密等, 2017），

同时还保护企业免受利益相关者的审查，降低企

业接受社会制裁的风险（Bansal et al, 2004），从而

会正向影响企业发挥其战略柔性用于提升新产

品绩效的效果。企业得到供应商的认可会保证

其 拥 有 稳 定 的 原 材 料 供 应 渠 道（Sheng et al,

2011）；企业得到同行的认可后会取得外部合作的

机会（Zhou et al, 2014）；企业获得公众和顾客的

认可能更有效地进行创新产品的推广（杨卓尔等,

2013）；此外，企业获得员工的认可会降低员工的

离职率（Zollo et al, 2004），员工更愿意将自身的

知识和技术资源运用于企业的活动中。这些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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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合法性带来的种种便利增强了企业新产品开发

的信心，同时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此时战略柔性能为企业寻找资源的不同用

途、构建新的资源组合以应对种种挑战，帮助企业

达到新产品开发的需求，生产出适合不同需求的

产品和服务，提高新产品绩效。最后，企业得到市

场监管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的认可会更容易获得

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Wu et al, 2011），这为企业

将战略柔性转向新产品开发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和

制度支持。总之，组织合法性扮演了企业非正式

的创新收益保障机制（裴云龙等, 2013），帮助企业

克服将战略柔性应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各种挑战，进而扩大了战略柔性对新产品

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战略柔性与新产品

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

1.2.2 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

作为企业所面临的重要制度环境，政府支持是

指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等促进企业发

展的所有行为总和，包括政策、资金、信息、技术、

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形式的关键资源支持

（Yang et al, 2015）。在我国，政府对产业发展规

划和创新驱动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控制

着许多用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稀缺资源，分析政府

支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文献指出，政

府支持可以给企业带来积极的作用，如促进社会

创业（Stephan et al, 2015）、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

动的积极性等（Xu et al, 2014）。但本文认为政府

支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是线性的，而是倒 U

型的，即相比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政府支持，当政

府支持处于中等水平时，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

的正向作用最强。

首先，当企业实施新产品开发时，由政府产生

的技术信息和相关支持可以帮助企业搜寻适合企

业新产品开发的技术（Malik et al, 2009），这种技

术支持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升了企业重新分配部

署资源和能力的效果，可以使企业有效地结合战

略柔性促进企业新产品绩效。政府支持也可以帮

助企业获得诸如低息贷款、低税率和财政补贴等

额外的政府福利（Bagur-Femenias et al, 2013），这

些福利可以降低企业在开展新产品开发活动时

重新分配资源和能力的成本，因此，战略柔性更

强的企业就更倾向于实施新产品开发，并最终提

升新产品绩效。此外，政府支持还可以提高企业

的专利数量，这是新产品绩效的重要输出因素

（Czarnitzki et al, 2007）。最后，企业将战略柔性

转向新产品开发的意愿会受到政府的影响，而基

于制度理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政策法规可以鼓励

或者抑制企业实施创新的意愿（Lin et al, 2009），

且可以通过支持或限制性的条例、准则和政策来

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Doh et al, 2014）。当政府

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时，高度的战略柔性使企

业更容易发现资源的新用途、构建和利用资源的

新组合来应对各种挑战，帮助企业快速达到新产

品开发的需求，最终提升新产品绩效。

然而，并不是政府支持越高越好，当政府对

企业的支持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转而降低战

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积极作用。José和 Arnaud

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仅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

支持的方式来影响企业，不但无法帮助企业实

施现有活动，反而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担

（José et al, 2012）。高水平的政府支持可能会干

预企业的政策决策，使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性而失

去新产品开发的动力，降低企业战略柔性转向新产

品开发的效率，从而降低新产品绩效。过度的政府

支 持 会 限 制 自 发 性 的 社 会 支 持（Rooij et al,

2013），如果企业过度地将自身资源用于与政府建

立关系，这也会影响战略柔性在企业其他活动上

的资源投入，比如开展新产品开发（高山行等,

2013）。此外，过度的政府支持使企业丧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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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动进行新产品开发，此时就难以较好地发挥

战略柔性在满足新产品开发需求与克服新产品开

发阻力方面的作用。总而言之，政府支持既可能

是影响企业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重要外因，

也可能会给这一关系带来干扰。适度的政府支持

帮助战略柔性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过度的政府支

持则会适得其反，降低了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

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支持倒 U 型调节战略柔性与企业新

产品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

1.2.3 战略柔性、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的三项交

互作用

企业的行为、规则和战略选择都受到制度因素

的影响（Hitt et al, 2004），由于组织合法性和政府

支持在企业的经营中总是同时存在，因此需要探讨

这两类制度因素的共同效应，以便深入理解战略柔

性与新产品绩效间的关系。本文认为相比于单独

探讨上述某一种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战略柔

性、组织合法性和制度支持对新产品绩效的三项交

互效应能更准确地反映出现实情况，能帮助有效、

全面地解读动态环境下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的

真实关系。

当政府支持水平较低时，高度的组织合法性将

比低度的组织合法性更加有效地促进战略柔性作

用的发挥，从而促进新产品绩效，主要原因有以下

几点。首先，上文曾提及，组织合法性是企业创新

收益的一种保障机制（裴云龙等, 2013），帮助企业

克服将战略柔性应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各种挑战，由于此时政府支持水平较低而

组织合法性水平高，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较少，开展

新产品开发的动力较大，有利于企业将战略柔性

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发挥其主动性作用以获取新

产品绩效。其次，政府支持水平低表示企业较少

地将自身资源与能力用于与政府建立关系，此时

高水平组织合法性为企业带来的种种支持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低水平政府支持的不足，企业可以

利用自身资源与能力应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各种阻力，进一步促进新产品绩效的提

升。与此相反，如果企业的政府支持水平与组织合

法性水平都较低时，企业无法获得政府及各利益相

关者的认可，难以有效开展各项创新活动，抑制了

战略柔性在新产品绩效中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4：当政府支持处于较低程度时，高度的组织

合法性比低度的组织合法性更能促进战略柔性对

新产品绩效的积极作用。

正如上文所述，如果企业过度依赖于政府支持

不但会抑制企业的自主性，限制自身柔性资源作

用的发挥，而且会减少企业获得社会支持的机

会。但高水平的组织合法性帮助使企业从各利益

相关者处获得更多的认可和社会支持，弥补过度

政府支持带来的损失，增加其市场声誉（乐琦等,

2012），帮助企业克服过度政府支持对战略柔性与

新产品绩效关系的抑制作用。另外，在高度动荡

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高度的政府支持与高度

的组织合法性组合能弱化企业新产品进入市场的

种种障碍（杜运周等, 2012），来自政府与各利益相

关者的配合为企业减少环境动荡和不确定性，企

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战略柔性降低在新产品开发过

程中的各种阻力、满足新产品开发的需求。战略

柔性构建和利用资源的新组合也会减少企业内部

对开发新产品的反对和畏惧，从而提高企业开发

新产品绩效。与此相反，高度的政府支持与低度

的组织合法性的匹配，就不能促使战略柔性在新

产品绩效中作用的发挥，原因在于如果企业不能

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社会支持，就难以有

效开展各项新产品开发活动，此时，过度政府支持

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的抑制作用会被

放大，难以发挥出战略柔性在满足新产品开发与

克服开发阻力方面的作用，进而导致战略柔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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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绩效的贡献处于较弱的水平。总之，高度

的组织合法性和高度的政府支持为企业新产品开

发带来了收益保障机制，帮助企业克服将战略柔

性应用于新产品开发时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挑

战，进而强化企业从新产品开发中获取收益的能

力，增强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促进作用。因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当政府支持处于较高程度时，高度的组织

合法性比低度的组织合法性更能促进战略柔性对

新产品绩效的积极作用。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收集企业数据的方式是大样本调查，在整

理已有文献测量量表的基础上，本文开发原始英

文问卷，将英文问卷翻译成中文，并选择 10 家当地

企业完成预调研工作，然后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和

反馈修改和完善了本文的问卷，最后将中文问卷

回译为英文，并确定了问卷的形式与内容。

正式调研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随机抽样。为

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本文选取 1 500 家企业，集

中于化工、IT、电子、机械和能源等多个行业，涵盖

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 23 个省市。为避免同源

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本研究团队给每

家企业发放一式两份问卷（分为 A 卷、B 卷），并由

企业的 CEO 或其指定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独立填

写，对于参加面访调研的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问

卷内容、基本背景知识方面的培训。最终回收到

272 家企业的有效问卷，共计 544 份。有效回收率

为 18.13%（272/1500），达到了可接受的回收率阈

值，可以展开下一步研究。

通过对比分析经过催收与未经催收的样本，本

文对未返回偏差进行了检验。对企业规模、企业

所有制、企业年龄和销售额等特征的 t 检验结果表

明，这两批样本在上述变量与上述变量间关系上

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10），因而本文认为，本

调研样本的未返回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

的影响。

2.2 变量测量

本文的研究变量均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进行

测量（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具体题项

见表 1）。

因变量。基于 Chen 等的研究（Chen et al,

2011），采用 4 个指标度量新产品绩效。

自变量。基于 Yang 等（2015）的研究，采用 6 个

指标度量战略柔性。

调节变量。基于 Li 和 Atuahene-Gima（2001）的

研究，采用 7 个指标度量政府支持；基于 Dacin 等的

研究（Dacin et al, 2007），删除了题项中特定行业

的描述，并集中于供应商、同行、公众、顾客、市场监

管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可

度，采用6个指标度量组织合法性。

控制变量。本文同时选取 5 个控制变量：企业

年龄、企业所有制（1=国有企业，0=其他）、企业发展

阶段（1=投入阶段；2=成长阶段；3=成熟稳定阶段；

4=衰退阶段）和环境不确定性（基于 Antony 和 Chen

（2007）的研究，用 3个题项度量）。

3 数据分析及其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进行正式数据分析前，本文先做了信度和效

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所有变量的α系数值都

大于 0.8，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每个变量的各

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大于或者接近 0.7，且能解释

的方差百分比均大于 50%，说明这些题项能够较好

地测量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为了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表 2 列出了所有变

量的相关系数和能解释方差的平方根，在表 2中，各

变量能解释方差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与列

的其余相关系数值，说明本文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

效度。从表中还可知，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不太

高，这表明本文各变量具有足够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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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果和分析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为了

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的统计结果表明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

显著正相关（模型 2：β=0.419，p＜0.001），假设 H1

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得到了支持；战略

柔性与组织合法性的交互对新产品绩效的调节作

用是正向且显著的（模型 3：β=0.171，p＜0.01），假

设 H2 获得了支持；战略柔性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

显著（模型 4：β=0.093，p＜0.1），战略柔性与政府支

持平方的交互效应不显著（模型 5），表明假设 H3

没有通过统计结果的支持。

变量

1.企业年龄

2.企业所有制

3.企业发展阶段

4.环境不确定性

5.新产品绩效

6.战略柔性

7.组织合法性

8.政府支持

1

1

0.339**

0.275**

0.064

-0.010

-0.155*

0.003

0.027

2

1

0.173**

-0.070

-0.089

-0.188**

0.022

0.120*

3

1

0.058

-0.047

-0.059

-0.119

-0.028

4

0.877

0.191**

0.094

0.064

0.122*

5

0.820

0.392**

0.351**

0.373**

6

0.756

0.315**

0.268**

7

0.866

0.561**

8

0.664

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表

表1 信度与效度

变量

新产品绩效

战略柔性

组织合法性

政府支持

环境不确定性

测量题项

公司的新产品在利润方面比竞争对手好

公司的新产品在销售额方面比竞争对手好

公司的新产品在满足顾客需求方面比竞争对手好

公司的新产品在市场份额方面比竞争对手好

同一种资源在本公司内部各部门间的共享程度很高

同一种资源用于开发、制造和销售不同产品或服务的程度很高

同一种资源从一种用途变为另一种用途的成本和难度很小

同一种资源从一种用途变为另一种用途的时间很短

公司允许各部门打破工作程序，以保持工作灵活性和动态性

公司有非常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和机制

做法得到供应商的认可

做法得到同行的认可

做法得到公众的认可

做法得到顾客的认可

做法得到市场监管部门如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的认可

做法得到国有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的认可

政府提供了有利于本公司发展的政策和项目

政府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信息和技术支持

政府为本公司获得财务支持提供了很大帮助

政府为本公司引进技术和设备提供了很大帮助

政府为本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和政府补贴

政府鼓励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政府为本公司进入新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

顾客需求变化很快

顾客对产品的忠诚度变化很快

顾客时刻在寻找新产品

因子载荷

0.812

0.867

0.752

0.843

0.770

0.815

0.829

0.810

0.677

0.607

0.856

0.845

0.870

0.901

0.875

0.848

0.775

0.822

0.855

0.873

0.787

0.818

0.769

0.815

0.911

0.901

α系数

0.835

0.843

0.933

0.915

0.848

能解释的方差/%

67.172

57.112

75.005

66.428

76.851

注：1.*表示p<0.050；**表示p<0.010；***表示p<0.001；2.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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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7 显示三项交互项显著负相关于新产品

绩效（β=-0.116，p＜0.05）。为了更准确地检验假设

H4 和假设 H5 的三项交互效应，本文分 2 种情况研

究组织合法性与政府支持：低度（均值-标准差）与

高度（均值+标准差），分情况讨论低度与高度的政

府支持下不同程度的组织合法性与其匹配情况对

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关系影响的示意图。当政

府支持处于较低程度时，战略柔性和低度组织合

法性的交互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为正（β=0.060），

战略柔性和高度组织合法性的交互与新产品绩效

的关系为正（β=0.624）；同样，当存在高度政府支持

时，战略柔性与低度组织合法性的交互与新产品

绩效的关系为正（β=0.296），战略柔性与高度组织

合法性的交互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也同样为正

（β=0.404）。分析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图 1 表

明，相比于低度政府支持与低度组织合法性的组

合，低度政府支持与高度组织合法性的组合对战

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的正向促进作用更

强，因此假设 H4 得到了统计支持；图 2 表明，相比

于高度政府支持与低度组织合法性的组合，高度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调节效应

三项交互效应

企业年龄

企业所有制

企业发展阶段

环境不确定性

主效应

战略柔性

组织合法性

战略柔性×组织合法性

政府支持

战略柔性×政府支持

政府支持平方

战略柔性×政府支持平方

战略柔性×组织合法性×政府支持

R2

调整R2

F值

模型1

0.018

-0.148

-0.088

0.152**

0.044

0.030

3.106*

新产品绩效

模型2

0.062

-0.039

-0.082

0.124**

0.419***

0.182

0.166

11.819***

模型3

0.059

-0.070

-0.045

0.120**

0.305***

0.271***

0.171**

0.259

0.239

13.158***

模型4

0.062

-0.139

-0.046

0.105*

0.310***

0.278***

0.093†

0.262

0.242

13.389***

模型5

0.064

-0.155

-0.051

0.088*

0.351***

0.340***

0.029

0.073

-0.037

0.279

0.254

11.243***

模型6

0.060

-0.127

-0.047

0.105*

0.282***

0.164*

0.145†

0.188**

0.003

0.283

0.258

11.467***

模型7

0.055

-0.131

-0.060

0.101*

0.346***

0.189**

0.176*

0.233**

0.004

-0.116*

0.297

0.271

11.050***

6

5

4

3

2

1

0

-1

新
产
品
绩
效

低政府支持与低组织合法性

低政府支持与高组织合法性

低 高

战略柔性
图1 低政府支持时的三项交互效应 图 2 高政府支持时的三项交互效应

6

5

4

3

2

1

0
低 高

高政府支持与低组织合法性

高政府支持与高组织合法性

战略柔性

新
产
品
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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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合法性与高度政府支持的组合对战略柔性与

新产品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

假设 H5 也得到了统计支持。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和制度理论，探讨了动

态环境下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促进作用，并

分析了中国情境下两类重要的制度因素——组织

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如何单独及共同调节上述关

系。采用 272 家企业双份调研数据的实证结果表

明，高度的战略柔性对企业的新产品绩效有积极的

影响，高水平的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均有利于提

升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于三项交

互的分析表明，战略柔性、组织合法性与政府支持

的不同配置将对新产品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

4.1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有如下几点。首先，本文的研

究表明战略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的新产品绩效，

这与大多数关于战略柔性和新产品绩效关系研究

的结论是一致的，也验证了 Teece 等（1997）提出的

动态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另外，

本文将战略柔性和新产品绩效引入动态变化的环

境情境中，强调战略柔性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这

呼应了 Liu 等（2013）在多种视角、多个背景下探讨

战略柔性相关问题的倡议。

其次，丰富了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这两类中

国情境下最为重要的制度利益在企业新产品开发

活动研究中的应用，即深入分析了组织合法性和政

府支持分别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关系的调节

作用。这呼应了 Hoskisson 等（2000）关于探讨制度

因素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

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作用受到了来自组织合

法性的正向调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Teece（1986）提出的获取创新收益的理论框架。高

组织合法性表明企业获得各利益相关者，如供应

商、同行、公众、顾客和市场监管部门等的认可度

高，企业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将新产品推向市场（裴

云龙等, 2013），且组织合法性为企业带来较为宽松

的环境也有利于企业将战略柔性转向新产品开发，

并最终获取新产品收益。

此外，尽管本文假定了政府支持倒U型调节战略

柔性与企业新产品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并未获

得统计支持；相反，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

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背景

下，相较于过度政府支持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更能

从中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项政策支持，这与

Yang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且政府支持减少

了新产品开发的成本和不确定性，通过提供资金、技

术及其他资源来改变企业资源分配方式，均可正向

促进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

最后，本文用三项交互的方法分析了组织合法

性和政府支持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的

作用。结果显示当企业的组织合法性处于高水平

时，不管政府支持高低与否，都能促进战略柔性对

新产品绩效的积极作用，说明企业在开展各项活

动时需要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制度因素和

制度环境对战略柔性与新产品绩效作用的发挥具

有重要的影响。这比单独探讨某一种制服因素更

准确、全面和有效地理解动态的环境下战略柔性

与新产品绩效的真实关系，有利于更好阐释战略

柔性在何种复杂的背景和条件下促进企业新产品

绩效的提升，为理解动态能力视角下的企业创新

活动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分析视角。

4.2 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

提供了有益的管理启示。首先，战略柔性有助于

企业开展新产品创新，获得新产品绩效，特别是在

高度动态的环境中。比如，家电企业美的集团在

实施转型后，增加了灵活的战略观念与柔性思维，

推出柔性生产线与智能制造战略，极大提升了产

品品质和制造效率，增强了企业创新能力与新产

··132



第01期 动态环境下的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影响研究

品绩效。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柔性的重要

性，积累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及提高这些资源组

合的利用能力，保证资源在短时间内能够及时流

动和转换；努力实施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组织协

调、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柔性，从而有力支持新产品

开发，提升新产品绩效。

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强调了中国情境下外

部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并为企业有效地利用外部

制度环境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当前的产业结构升

级和经济转型使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动荡不

安，而作为企业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利益，组织合法

性能显著促进战略柔性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作

用，因此企业在注重自身新产品绩效的同时，也应

重视对利益相关者的公关策略，与供应商、同行、

公众、顾客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良

好的关系，从而获得和提升组织合法性，这样更容

易将战略柔性应用于提升企业的新产品绩效。也

就是说企业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下，在注重利用战

略柔性获取新产品绩效的同时，也要避免过度陷

入自身产品发展。而忽视了广阔的外部正式与非

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转型的不断

深入，政府对企业从事新产品开发活动提供了巨

大的支持。根据科技部《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

入统计公报》，2016 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 15 676.7 亿元，其中政府属研究机构的

经费支出高达 2 260.2 亿元，占总比重的 14.4%（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017）。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需要与不同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

官员构建适度的联系，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政府支

持，获得资金、技术及其他资源来提升自身的新产

品绩效，获取并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4.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同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是通

过询问企业 CEO 及其高管所在公司是否获得各利

益相关者的认可和得到政府的支持情况来度量企业

的组织合法性和政府支持，虽然该测量方法是先前

研究所广泛使用的，但未能度量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因素的强度、模式等特征，未来研究需要更进一步地

分析。其次，本研究没有分析不同企业类型，比如国

有与私营企业的区别，未来研究可对不同所有制类

型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就搜集数据的过程

而言，本文采用调查每个企业的 2 个关键信息提供

者的方法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但在未来研究中可

以采用例如客观数据或纵向数据的方法来搜集数

据，力求更加有效和精准地验证本文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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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under

Dynamic Environment

SHEN Ao1, JIANG Xu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2. The Key Lab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Process Control & Efficiency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enterprises to prevail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irms'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Star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govern-

ment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the study clarifies

under which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irms' dynamic capability play an optimal role in promot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ults from 272 Chinese firms suggest that a high level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facilitates

firms'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which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both high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Moreover,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fferential configurations

amo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will exert discrepant influences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Key words: strategic flexibility;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government support;

three-wa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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